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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文化家族是中国古代文化家族的

典型。它集中了中古以来一般文化家族所具有的

重视家学、以儒为业、科举兴盛、世代簪缨、一门

风雅等特点，同时由于文化家族不仅重视联姻的

门第层次，而且重视其文化层次，知识女性的角

色意义非常明显，母系教育在家族中能够全面展

开，发挥出培养学术和文学人才的重要作用。清

代江南文化家族体现出的一系列特点，显示出中

国传统文化在江南这个经济文化特别发达地区

的影响力，也表现出江南士绅阶层在社会结构中

的支撑作用以及清代文化创造与文学创作民间

化的趋势。以下对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征及其

与文学的关系从四个方面加以阐发。

一、重视家学，形成家族学术和文学艺术链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家学传承有狭义和广

义两种。狭义的家学指家族传承的专门学术性

的私学，广义的家学指诗书传家的文学艺术创

造活动。

先论狭义的家学。学术文化发展到清代，呈

现出蔚然大观之势，江南更是儒林茂峻、大师辈

出，学术文化俨然有独步天下之势，尤其乾嘉考

据学成就辉煌，形成了影响至巨的学术风格。为

了实现思想文化方面的钳制，清王朝对讽议朝

政、裁量人物的风气遏止甚严，尤其在清初，大规

模的群聚生徒、讲学议政的现象几乎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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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实际上也就是文学家族。这是江南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相互

作用使然，由此也充分显示出江南文化家族在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在清代文学

史发展中，江南文化家族的参与程度极高，从一定意义上说，江南文化家族的发展过程，也就是

清代文学创作力生成的过程。 因此， 对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认识，

将有助于理解清代江南文学作者群的成长和创作环境，也有助于理解其创作的源泉和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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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书院聚徒宣讲的形式被私人闭门钻研所代

替，博学之士往往于庭户之中沉潜经史，让思想

腾跃于相对封闭的私人空间。这种政治文化生

态，恰恰成为锻造“家族学术文化链”的特殊环

境。有清一代江南家学兴盛，父子兄弟、亲戚族

人、师生砚友往往形成学派、发源承流，究其缘

由，除江南文化层垒的传统因素外，亦可以从这

一客观环境中得到解释。

“家族学术文化链”是指家族学术传承生生

不息的状态，是由不断出现的家族学术人才和学

术成果中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气度和持续影响构

成。清代江南学术世家甚多，且各具一定的学术

专业范围，如阳湖洪亮吉家族虽以诗学、经史、音

韵、训诂、地理之学无书不窥，然于舆地、方志之

学颇多研究，于疆域沿革最称专门，并以之传家。

亮吉著有《西夏国志》十六卷、《补三国疆域志》十

六卷、《东晋疆域志》四卷、《十六国疆域志》十六

卷等，其长子洪饴孙著有《梁书州郡志》三卷及

《汉书地理志考证》等，次子洪符孙著有《禹贡地

名集说》二卷、《鄢陵县志》十八卷、《禹州志》二十

六卷等，幼子洪璠孙著有《补梁疆域志》四卷及

《战国地名备考》、《汉魏六朝隋唐地理书目考证》

等，洪氏家族对舆地学的贡献在乾嘉之际可谓十

分突出。另常州庄存与的祖父庄绛，“平生肆力于

古，参订经史，凡天文、疆索、九流百家之书，靡勿

穿贯”[1]，至庄存与复兴千年不传之学，成就为清

代今文经学之大师。其学术思想在家族中深深驻

根，从子庄述祖、孙庄绶甲、族孙庄有可，俱在经

学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而刘逢禄、宋翔凤治今

文经学，发挥微言大义，学问皆出于舅氏庄述祖。

二人作为常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又传学于魏源、

龚自珍，使常州家法得以弘扬。苏州戈载继承家

传音韵之学的事例也很典型。其云：“自揣音韵之

学，幼承庭训，尝见家君与钱竹汀先生讲论，娓娓

不倦。家君著有《韵表互考》、《并韵表》、《韵类

表》、《字母汇考》、《字母会韵纪要》诸书，余皆谨

谨校录，故于韵学之源流、升降、异同、得失，颇窥

门径。”[2]后来戈载著《词林正韵》考韵审音甚精，

被吟坛奉为正宗，当归其家学渊源。

当然，清代江南最典型的“家族学术文化链”

当首推东吴惠氏。此点前人多有指出，如梁章钜

《退庵随笔》称：“本朝经学世家，以元和惠氏为第

一。”《清史稿》惠周惕传云：“清二百余年谈汉儒

之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叶恭绰说：“吴中惠

氏仍世传经，至清初元龙、半农两先生，益显于

时，卓然为一代大师。松崖先生继之，著述宏富，

沾溉尤广，谈经门第，海内殆无伦比。至今言经学

师承及吴中文献者，必首及，乌呼其盛矣！”[3]

再论广义的家学。如果说“家族学术文化

链”是体现一个家族在专门学术研究、知识传承

方面的连贯性的话，那么与此平行的还有一条

“家族文学艺术链”，这是广义的“诗书传家”传

统的深远、持久的表现。江南，既是一片学术文

化的沃土，又有为数众多的家族长期参与了文

学艺术的创造，这些家族胚育涵演至明清时代，

往往便成为诗书笔翰流播海内累世不绝的艺文

家族了。

这条“家族文学艺术链”在吴江沈、叶两大家

族中显现的特别明显，薛凤昌(1876-1944)《邃汉

斋文存》有《吴江叶氏诗录序》云：
沈氏自太常而下，桥梓棣萼，并辔连镳，

绵延至于十数世，而风流照耀，先后相望。 若

夫叶氏，自明中叶迄于清季，数百年间，几至

代各有人，人各有集。 若天寥（绍袁）、若已畦

（燮）、若学山（舒颖）、若分干（舒璐）、若文竹

（昉升）、若改吟（树枚），尤皆主骚坛，负重

望。 风雅之传，今犹未沫，何其盛也！

吴江叶氏只是一个典型代表而已，其实，江

南千百年人文气息浓郁，艺文环境优雅，诗书之

泽渊广流长，因此这样的数代艺文流传形成“文

学艺术链”的家族不胜枚举。这里不妨再看一看

苏州府的情形。沈德潜曾说：“嘉靖以还，人文蔚

兴，以三不朽传者，甲于吴郡。”[4]冯桂芬也说：“国

朝右文稽古，鸿儒硕学辈出相望，遂驾宋元明而

上。而有开必先，实惟吾郡人为多。”[5]如吴江袁

氏，一家机杼，同织文章，八代风骚，酝酿出吴中

非凡声华。昆山叶氏自文庄（叶盛）以来，世以风

雅相传，群从昆弟，多工吟咏。长洲文氏更堪称典

型，杨绳武撰《文氏族谱续集序》：“吴中旧族以科

第簪冕世其家者多有，而诗文笔翰，流布海内，累

世不绝，则莫如文氏。”康熙间文含纂《文氏族谱

续集》，其中专门辑录《历世载籍志》一卷，文含自

序云：“吾宗自涞水府君（文洪）以文学起家，风流

奕叶，代有著述。”另有苏州韩菼家族、缪彤家族、

潘奕隽家族，累世文华灿然；王芑孙家族、彭定求

家族世为文学，前后多达十几代。近古苏州地区，

操觚染翰，同样代不乏人。这些艺文之家在修撰

族谱时皆以数百年诗礼相传不绝，文采风流而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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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实际上他们所自诩的正是家学渊源有自，诗

书之泽不竭。

二、以儒为业，为世代簪缨而投入科场竞争

所谓“儒业”有两重意义：一为符合传统经世

治国道德理想的事业，一为穷究经书典籍的读书

活动。其实这两重意义是相互关联的，前者可以

看作是一般士人的目的，是对获得体制内身份的

追求，也是其生命的价值体现，而后者是实现其

目的和价值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看，隋唐以后的

中国古代士人，多为业儒者，而明清两代的江南，

除部分以山人、处士、隐士的名目自居者外，大部

分士人皆习“儒业”。因此，以儒为业也就成为江

南文化家族的显著特征之一。

既以儒为业，则必须以学文读书为上。这种

学文读书不是一般的基础性教育，而是终身以为

职志的从学。虽然江南文人书生之学文读书往往

表现为一种带有审美意义的习气，但对于大多数

士子来说，仍然有着通过读书课业以完成举业，

而成为统治阶级体制内官宦的现实要求。因为只

有这样，对个人而言，才能真正成为衣冠之族；对

家族而言，才能世代簪缨，门楣光宠。

科举的内容从明初以来便有了全新的制度

设计，而考试科目和要求规定得越清楚，士子们

的功利取向就越明确，所求之善巧捷径就越具

体。在江南，士子们充分利用坊间大量印行的程

墨、房稿、行卷、社稿等“新科利器”，富家巨族延

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所拟数十题，参照成稿各撰

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记诵熟习，以备考场之

用，这种做法几成风习了。

但是文学世界中的科举却充满了悲剧的气

氛。打开一部部清代江南士人遗存的文集,人们到

处可见关于科举的辛酸的记载，表明清代江南士

人的科举史是一部充满悲愤、写尽血泪的历史。

这里我们不妨试读常熟冯舒的一首科举纪实

诗———《府试日赠同试老翁》：

提携笔砚入吴门，举足欲前心不奈。 是

时九月正初一，晓雾梦梦风若簸。 府官朱衣

呵殿来，诸生龌龊七百个。 吾亦其中当一人，

俯首羞颜岂堪涴。 须臾垩板看试题，下笔无

能但深坐。 传餐最笑声喧豗，不觉日光已西

矬。强将蜡烛续残篇，老眼昏花书字大。誓将

今日了今生，糠粃从兹免扬播。 踉跄交卷迫

欲出，门钥不启愁无那。 腰酸背楚立未能，长

叹声高疾于呼。 [6]

科举考试注定是一场将大部分参与者无情

牺牲的残酷的竞争，冯舒最终是举业大战中的败

北者，而有清一代踯躅名场数十年最终仍然一布

衣者简直是一个庞大得难以统计的数字。可是

“多少文人空皓首”的现实并没有使清代江南文

人停止趋竞的步伐，在棘闱“三条烛”下，始终燃

烧着江南士人的希望，而对于来自文献之邦的才

子们，清帝也采取了措施让“英雄入吾彀中”，其

中树立沈德潜名宿晚达的典型，应是朝廷鼓励江

南士人竞奔仕途的高招。

沈德潜三十岁时，已名声播扬，康熙四十六

年三十五岁时，与友人结“城南诗社”，在吴门诗

坛声华籍甚。但成人后走上科举之途竟一路艰

难，当他六十岁已是宏览博识的大雅之士、海内

成就很高的诗人和诗论家时，仍蹭蹬科场。尽管

如此，直到六十七岁他仍不甘放弃举业，恰恰造

化弄人，这次竟然成就了一场“江南老名士”晚遇

弘历帝的大喜剧！乾隆五年他荣登进士，为翰林

院庶吉士，很快名重中枢，弘历帝夔龙接席，与之

建立起所谓“以诗始，以诗终”的关系，“我爱德潜

德，淳风抱古初”[7]等众多赞语，更使沈德潜隆遇

至极，令天下文人惊羡。

沈德潜是否果真“晚达缘诗遇”？乾隆在颁

谕中曾特别强调“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

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初不因

进诗而优擢也”。这种说法将“老成积学”置于

“诗缘”之上，显然有统治者笼络文人，尤其鼓

励江南文人长期积学以备仕进的深心在。乾隆

帝深知三吴两浙，为人才渊薮，因此使江南文人

专意科举，向附清廷，便是一种必须实施的文化

策略和政治策略。无论如何，沈德潜这样的“江

南老名士”式的标志性的人物是可遇而不可求

的，一旦让他走过科举的独木桥，再迭施恩霈，

将对江南士人，乃至天下士人是一个多么强烈

的信号！乾隆帝在清代诸帝中可谓精于权谋并

谙熟中国传统文化，其初登帝位不久就制造了

一个江南士人年近古稀叩开帝阍、极享恩宠的

事件，是其为强化文化控制做出的“以儒业延儒

生”的极富智慧的选择和宣示。

事实上，乾隆帝的选择和宣示确实是奏效

的。对于沈德潜鸿才晚达，主眷特隆，当时海内夸

为盛事，吴中传作美谈，作为毕生以儒为业，追求

科举功名而终获成功的示范，对江南士族终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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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精研八股，屡抑屡进地求取仕进无疑是一种

激励。据明清进士题名录统计，清代江南共考取

进士 4013人，占全国近 15%。也就是说，全国每 7

个进士，就有一个出自江南[8]。如此高的比例，显

然既与以儒为业的地域文化风气有关，也与最高

统治者的鼓励有关。

三、一门风雅，女性创作尤成蔚然大观

一门风雅，反映出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内部文

人化的聚合状态，诗性的生存方式。它是上层文

化家族的一批文学天才或痴情于文学者的聚集，

对家族之外，这种聚集通过比较优势显示出家族

人文的优越；对内而言，它使家族本身就可能成

为产生艺文和消费艺文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

具有血缘关系、婚嫁关系的家人甚至嫡系兄妹自

成社群，相互唱和，并留下家族性的艺文文献。

在讨论江南文化家族时，不能不提及吴江沈

氏家族。沈氏家族从有诗歌作品流传的沈奎起，

因愈益众多的族人参与文学活动，逐渐成为名副

其实的文学世家，清初至雍正间最为兴盛。沈奎

五世孙中有文学家 10人，六世孙中有文学家 30

人，七世孙中有文学家 36人，八世孙中有文学家

28 人，九世孙中有文学家 16 人，十世孙中有文

学家 8人，十一世孙有文学家 5人[9]。整个家族

历时几百年持久地参与到文学创作中，延续着家

族文学的荣耀，后人盛赞曰：“风雅之集，萃于一

家，海内所希有也。”[10]与沈氏家族世代姻娅的吴

江叶家，也是令晖道蕴，萃于一门的典型。这是一

个充满文学气氛和民主精神的家庭，一家姊弟，

相对几席，半世手足，朝夕吁吟。至今存留着丰富

的家族文学文献，见证着叶氏家族文学创作的辉

煌岁月。

另一个经典性的例证是松江宋（徵璧）氏家

族。在宋氏兄弟叔侄唱和而结集的《倡和诗余》

中，共收入宋存标、宋徵璧、宋徵舆三兄弟及宋存

标次子宋思玉之作及其友人钱子璧、陈子龙的唱

和之作共 176阕，其中宋存标《秋士香词》29阕、

宋徵璧《歇浦倡和香词》36阕、宋徵舆《海闾倡和

香词》34阕、宋思玉《棣萼轩词》19 阕，收入宋氏

伯仲词 118 阕，同时收入与宋家唱和的钱子璧

《倡和香词》29阕、陈子龙《湘真阁村稿》29阕。除

宋思玉属晚辈外，其他诸子所收词不相上下，而

且所用词调几乎全同，唱和数量几乎等同，体现

出明显的文学家族性。一门之内，以散曲为体专

门唱和，已足见风雅，而唱和之后，兄弟叔侄间又

相互品评，往复商榷，展开家族内文学批评，并结

集梓行，其热情参与且规模之大，在散曲史上叹

为奇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门风雅”之“门”中，

本来就包括了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关于女性作

家的成长，冼玉清在《广东女子艺文考》自序中谈

到三种因素：“其一，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

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唱

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相通；其三，令子之

母，侪辈所尊，有后世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冼

氏仅仅突出强调家庭环境中“名父”、“夫婿”、“令

子”三个男性支点的作用，有相当大的局限。分析

清代江南女性作家大量涌现、角色峥嵘的状况，

不能不同时考虑到以下三个因素：一，晚明以来

思想领域倡导人性解放，追求独立人格形成了新

的社会思潮，女学得到尊重，女性走出家庭，拜师

问学，以文会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许可；

二，江南经济发达、文化积累深厚，整个社会知识

水平较高，艺文气息浓郁，文学创作出现普及化

倾向，精英活动逐渐转变为大众行为；三，地域文

学和家族文学繁兴，使家族不仅是经济生产单

位，也是艺术生产单位，因此文化家族女性的精

神生活空间大为扩展，文学创作交流与批评的机

会大为增加。概言之，清代江南女性创作骤增，乃

时代固宜，风土固宜，文化演进固宜。如果缺少这

样的视角观察，人们将很难理解清代江南频繁的

女性创作活动和大众化的女性创作成果。

所谓“大众化的女性创作”是指清代江南女

性有为数众多的女性参与了文学创作，长期存在

的那种男性文人的专属性几乎完全消解，而在一

种人文气息浓厚且比较自由、开放的环境中，大

量的文学作品在江南女性笔下产生了。胡文楷

《历代妇女著作考》载目凡 21卷，清代占 15 卷，

共收录历代有著作成集的妇女 4200人，其中清

代就有 3800多人。而这些女性作家，有半数以上

出自江南太湖流域。

检视清代江南骈萼连珠的女性创作，可以发

现其鲜明的家族特征，许多文化家族往往集中了

若干女性作家，并形成了某种关系，有母女诗人、

姊妹诗人、夫妻诗人、妯娌诗人、姑嫂诗人等。读

书论学，是她们生活的一个部分，而写作并以作

品进行家族内外的交流，是她们的存在方式和精

神寄托。徐珂在《近词丛话》中即言：“毗陵多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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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世家大族，彤管贻芬，若庄氏、若恽氏、若左

氏、若张氏、若杨氏，固皆以工诗而著称”[11]，费善

庆等所编《松陵女子诗征》中亦云清代松陵地区

“或娣姒竞爽，或妇姑济美，以暨母子兄弟，人人

有集”[12]。

众所周知随园女弟子众多，其中不少都出于

江南文学世家，镇江鲍之蕙是其中之一。之蕙父

鲍皋，乾隆间著名诗人，同里颇有学其诗者，有

“鲍派”之称，同时人将他与余江干、张石帆并称

“京口三诗人”。其实最使鲍氏家族声名大噪的，

是四位不同凡响的闺阁诗人。鲍之蘭有集，名《起

云阁诗钞》；之蕙有集，名《清娱阁诗钞》；之芬有

集，名《三秀斋诗钞》，三人俱以才名，为江南一时

大观。在清代江南，文化家族之女性创作，不仅数

量繁多，而且往往能够形成独自不同的风格，这

是家族文学发展到自觉程度的标志。

四、重视母系教育，培育学术与文学人才

母仪与母教，是古代“齐家”的重要因素，历

来受到重视。明清时代，母教的内容既包含了道

德精神方面的指导和示范，即以良言嘉语教育子

女，立身行事熏陶子女；也包含文化知识上的传

授，即担当起家庭塾师的责任。江南文学家族林

立，而母教颇有浇沃之功，常州词派开宗者张惠

言家族几代人的成长史是一个绝好的典型。惠言

先祖妣白太孺人二十二岁归张金第，十六年而

孀，惠言之父蟾宾奉白孺人教，兄弟以儒学相励。

惠言《先祖妣事略》有生动的记载：
孺人率二女纺织以为食， 而课二子读

书，口授《四子》、《毛诗》，为之讲解，有疑义，

取笔记，俟伯叔父至就质焉。 或谓孺人：“家

至贫，令儿习他业，可以糊口。 今使之读，读

未成，饿死矣。 ”孺人曰：“自吾翁而上，五世

为文儒，吾夫继之，至吾子而泽斩，吾不可以

见吾翁。 ”卒命之学。 文复府君有弟曰衍黄，

老矣，教授于家，怜诸孙，恒诲之。 尝语孺人

曰：“而子可教，吾欲严督之，念其枵腹，不忍

也。 ”孺人谢曰：“翁幸督之，枵腹何病焉？ ”及

孺人所以教，言行出入罔间。 三子皆以文行

有声。 [13]

及张惠言本人四岁时，又遭父亡之痛，母亲

姜氏身兼严慈，承担起了鞫育训督之责，姜氏所

经历的孤露窭贫与白氏相似，而抚子向学亦一如

白氏，后来曾国藩作《茗柯文编》序曾极称“张氏

之先，两世贤母，抚孤课读，一日不能再食，举家

习为故常；孝友艰苦，远近叹慕”[14]。而作为一种家

风，在张惠言妻吴氏身上同样得到承继发扬。张

惠言四十二岁早逝，在家庭的悲惨的宿命面前，

“孺人（按，即吴氏）自都下率子成孙扶柩南返，家

贫如昔，而成孙年甫十四，或劝遣习贾以谋生。孺

人曰：‘吾家十数世食贫矣，然皆业儒。隳祖业不

可自吾子始。’不数年，成孙文学斐然，人皆谓编

修宜有贤子，不知其实成于贤母也。”[15]张氏作为

清代常州著名的文化家族，实赖几代母教而使文

脉不衰、世业不替。白氏、姜氏、吴氏这样的“寡母

教孤”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美德，也鲜明体现出江

南普遍崇文的地域文化特点

这里我们需要将考察的视角移向与母教相

关联的“外家”。在江南许多文化家族演进过程

中，外家作为母系氏族的文化集成发生过极其重

要的影响。由于清代江南文化家族众多，风气相

对开放，女性在这样的家族中从事文学阅读和文

化研习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当她们及笄待字

时，往往已经通经擅文。一般来说因为在婚嫁上

讲究“德配”，即不仅重视联姻的门第层次，而且

重视其文化和道德层次，因此所出嫁的大都是同

样的文化家族。这样的家族需要她们在遇到丈夫

长期游宦在外抑或不幸早逝时，亦严亦慈，教育

和培养子女。而每当此际，为了使子女有一个更

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她们往往动员出外家的力

量，让母系家族成为母教的延伸，使整个外家成

为重要的支持力量；同时外家源于亲情，也源于

文化传承的需要，有意识地培育、扶持外孙或外

甥。这样在江南文化家族中，“母教”实际上扩大

为“母系教育”，这对学术和文学人才的培养具有

特殊意义。

在清代江南文坛影响最大的是阳湖洪亮吉

之于外家蒋氏家族的关系。据吕培《洪北江先生

年谱》及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十《国子监生

洪君家传》，知阳湖洪氏家族原自歙县迁来。亮吉

父翘，字楚珩，无功名，而亮吉之母家蒋氏出自武

进云溪蒋氏家族，这是一个著名的文化世族。亮

吉六岁丧父，后即随母移居外家，至二十二岁其

外祖母龚太孺人去世后离开，在外家共生活了十

五年。可以说洪亮吉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外家

度过的，外家给与他完整的文化养成。对外家教

养之恩，亮吉须臾不能忘怀，自外祖母去世后，就

尝欲仿东坡、晦庵作《外家纪闻》以志纪念。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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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亮吉直上书房时曾作《元夕有怀四首》，开

篇即云“半生思纪外家闻，清泪时时滴典坟”。

在清代常州文化家族中，不少著名文人都曾

有过从学外家的经历，如陆继辂《先太孺人年谱》

曾记述乾隆五十四年（1789）就读舅家的情况：

“五十四年己酉，（太孺人）五十五岁。时生计日益

困乏，不复能延师家塾。适从舅氏庄乐闲先生绳

祖，延其族达甫先生宇逵课子荣诰及从孙轸，太

孺人输钱四万，命不孝就读舅家。同学者为洪饴

孙孟慈，董恒善贻令、敏善裕来，谢回庭兰。”康乾

之际无锡顾栋高为著名文史家华学泉之甥，年轻

时顾氏从华学泉习经，深有体悟，康熙六十年进

士，授内阁中书，后归里专意究心经史，发明义

理，著述甚富。刘逢禄是今文经学常州学派一代

宗师庄存与的外孙，经学家庄述祖的堂甥，少时

即从外祖和舅氏学，尽传庄氏之学，著有《公羊俞

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左氏春秋考证》、

《论语述何》、《尚书今古文集解》等，成为常州学

派的奠基人之一。很有意味的是，刘逢禄在后辈

中特喜外甥赵振祚（康熙名臣赵申乔的六世孙），

因此振祚自幼能从刘逢禄读书，而通《春秋》、

《易》、《礼》之学。

外家的文化扶持和教育，对清代江南文化家

族文学力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初宜兴戏

曲家万树，字红友，为当地著名戏曲家、词人吴炳

外甥，能传其学。董士锡的舅氏为张惠言，士锡十

六岁即从张惠言游。惠言为《易》学名家，士锡承

其指授，治经学，对虞翻《易》义尤为精通。其词亦

受惠言影响甚大，沈曾植称其为正嫡。杨芳灿舅

氏为金匮顾斗光，顾氏乃著名文化家族，芳灿稍

长，即从舅氏顾君游，为诗时得佳句。龚自珍在金

坛段氏外家喜好其舅氏段右白诗，作诗云：“少年

哀艳杂雄奇，暮气颓唐不自知。哭过支硎山下路，

重抄《梅冶》一奁诗。”[16]诗下自注曰：“舅氏段右

白，葬支硎山，平生诗，晚年自涂乙尽，予尚抱其

《梅冶轩集》一卷。”可见，龚自珍之学诗颇受到其

舅氏的影响。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母系教育，从客观方面

看，是江南人文繁兴、文化发达的环境影响所致，

也是自明代以来江南文化家族之间为了家族利

益盘根错节地通婚联姻的自然结果；从主观方面

看，它反映出江南知识阶层传承和发展文化的使

命感和自觉性。而无论如何，它使得江南“读书种

子”的生根、发芽、成长有了良好条件和新的土

壤，对家族人才培养有利，对于江南文化的整体

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种学人与外祖、舅

氏的外家亲戚复加师生的关系，形成了独特的文

学艺术和学术传承、影响的格局，对江南学术文

化和文学创作形成不同流派，也有一定作用。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清代江南文化家族

实际上也就是文学家族。这是江南历史文化与

地域文化相互作用使然，由此也充分显示出江

南文化家族在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毫无

疑问，在清代文学史发展中，江南文化家族的参

与程度极高，从一定意义上说，江南文化家族的

发展过程，也就是清代文学创作力生成的过程。

因此，对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特征以及他们之间

相互联系的认识，将有助于理解清代江南文学

作者群的成长和创作环境，也有助于理解其创

作的源泉和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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